
明代孔、颜、孟三氏家族志修纂中的“群聚现象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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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明代弘治至崇祯年间，曲阜孔氏《阙里志》和颜氏《陋巷志》共经历过四次编修，邹县孟氏《三

迁志》也三次修纂。孔、颜、孟三氏家族志的每一次编纂，都呈现出特殊且鲜明的“群聚现象”，具体表现

为编纂时间前后相因，体例内容相互借鉴，编修人员交集并处，修纂意旨彼此关切。这一现象出现的根

本原因，在于孔、颜、孟三者在儒家文化体系中的内在联动性和外在整体性。同时，明代尊崇儒学，志书

修纂盛行和三氏林庙修建，也是促成这一现象出现的文化动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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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代弘治之前曲阜孔氏、颜氏与邹县孟氏家族本没有独立的家族志，三氏族史合载于《孔颜孟

三氏志》中。弘治十八年，专门记载孔氏族史的《阙里志》最先成书，此后记载颜氏族史的《陋巷志》

和记载孟氏族史的《三迁志》也相继刊刻。从弘治十八年到崇祯十四年，前后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

内，孔、颜、孟三氏家族志各自经过多次编修重刊。关于《阙里志》《陋巷志》和《三迁志》的纂修史实

及版本问题，徐兰筠、刘玉平、杜泽逊和唐桂艳等人曾有文章进行论述①，一些著作也有所论及。但

总体观之，对明代孔、颜、孟三氏家族志编纂的已有认知仍有抵牾之处，纂修细节尚有待深入探讨;

关于三志在纂修中过程的关系，尚未有专文论述。本文在详细考证明代《阙里志》《陋巷志》和《三

迁志》编修过程的基础上，将三志的修纂联系起来进行整体观察，揭示三志修纂过程中呈现出的“群

聚现象”，并探讨这一现象出现的深层原因。

一、明代孔、颜、孟三氏家族志修纂史事考辨

明代弘治至崇祯年间，曲阜孔氏《阙里志》和颜氏《陋巷志》各经历过四次修纂，邹县孟氏《三迁

志》也曾三次编修。由于编纂、刊刻历程复杂，版本多有亡佚，三志在明代的纂书过程、体例内容等

① 徐兰筠、崔俊艳、张延龄:《孟氏家志的历次编纂及其长短得失》，载《中国地方志》1998 年第 5 期。刘玉平:

《关于〈三迁志〉版本》，载《社会科学战线》1989 年第 4 期。杜泽逊:《四库存目圣贤志书版本考》，见《国际儒学研

究》( 第五辑) ，北京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98 年版。唐桂艳:《清代山东刻书史》，济南，齐鲁书社，2016 年版。



信息已然模糊不清，亟待考证辨误。

1． 明代曲阜孔氏《阙里志》的修纂

《阙里志》始纂于明朝弘治年间，弘治十八年李东阳作《〈阙里志〉序》，详载修书之事:

弘治甲子，重建阙里孔庙成，东阳奉敕代告，周览遐慕，欲为一书。……适闻提学副使

陈君镐有事于此，因举以属之。取所定凡例，稍加润饰，且以《孔氏实录》《孔庭纂要》《素

王事纪》《世家》补钞本致之，以备采择。陈君乃参孔氏所藏《祖庭广记》与凡遗碑、断刻诸

书所载，逾年而后成。……为卷十有三，为目十有四，为文累若干万言。①

正德元年陈镐所作《书〈阙里志〉后》也载著述之事:“遂蒙以纂集下委，且俾具凡例，折衷损益，脱数

稿而后定。又录致□阁本数种与孔氏诸书，参详考证，明年秋，书成。”②结合以上两篇序文可知，

《阙里志》始纂于弘治十七年，李东阳主持，陈镐修纂，体例内容皆由陈镐厘定，次年修纂完成并刊刻

成书。此次修纂，奠定了后世《阙里志》编修的基础与规模，然惜已亡佚。

关于弘治本《阙里志》的卷数与篇目，李东阳在序文中称有十三卷、十四目，但徐源在《〈阙里

志〉后序》中记载此次修志共纂十三卷，包括《图像传》《世家》《事迹志》《林庙志》《门弟子》《礼乐

志》《制敕》《撰述》《奏表》《铭志》等十目③。今检嘉靖本《阙里志》共分十三卷、十目，目次名称、排

列顺序皆与徐源所述一致。嘉靖本《阙里志》是在弘治本的基础上修纂的，以此反观弘治本的体例

内容，可以推定徐源的叙述是可信的。但孔承业为嘉靖本《阙里志》作序时称: “至若记载之源流，

凡例之曲当，李序备矣，兹不复缀。”④“李序”即指李东阳所作的《〈阙里志〉序》，孔承业称李东阳在

序中已经对弘治本《阙里志》的体例内容记述完备，因此李东阳所载的篇目数量也应是正确的。另

外，李东阳之序作于弘治十八年九月朔日，文中称“黄君绣归自京师，因畀之俾刻于阙里，置于所谓

奎文阁者”; 徐源之序作于弘治十八年十月朔旦，其中载“御史金君洪议出修庙余帑用锓诸梓，以诏

后来”，二人序文之中皆述刻书之事，故二人所见之《阙里志》均是定本。李东阳与徐源的描述之所

以会出现抵牾，应与二者对“目”的理解不同有关。嘉靖本《阙里志》中有些内容因篇幅较长而分为

多卷，如《制敕》分为《制敕一》《制敕二》，《撰述》也一分为三。这种分卷情况在弘治本中也有可能

出现，李东阳或是将其皆作为独立子目看待，而徐源则综合视之。若以李东阳的方法统计，嘉靖本

《阙里志》共十三个子目，应是在弘治本十四个子目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。

嘉靖三十一年，孔承业等人重刊《阙里志》，并作《重刊〈阙里志〉序》记之: 自李东阳创修《阙里

志》至今，“旧刻虫耗磨灭者强半，……业自承乏以来，扼腕于悒者积日，每公事竣，辄退访吾宗人。

弘干素声博雅者，资其丽泽，与之析赜订舛，葺残缀缺，竟即不惜废寿以铁笔。”⑤根据序文记载，可

知此次重修工作由孔承业主持，孔弘干撰述。嘉靖本《阙里志》除将弘治十八年以后的内容续修入

志外，还将颜、孟二族事迹析出，使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曲阜孔氏家族志。但根据前文考证，在纂修

体例上孔弘干较陈镐并无太大改进。

万历年间，孔贞丛主持再修《阙里志》，并撰《新志纪因》记之:

岁在午未，家居读礼，得以其暇，窃取前志，谬自点窜。无关圣道者，虽文弗录。有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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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东阳:《〈阙里志〉序》，见孔承业、孔弘干等编:《阙里志》，明嘉靖刻本。
陈镐:《书〈阙里志〉后》，见孔承业、孔弘干等编:《阙里志》。
徐源:《〈阙里志〉后序》，见孔承业、孔弘干等编:《阙里志》。

⑤ 孔承业:《重刊〈阙里志〉序》，见孔承业、孔弘干等编:《阙里志》。



圣泽者，虽复必详，分为十汇，计若干卷。又不敢执己见以邻于隘也，爰开局于祖庙之侧，

广集众识。裁定则致仕广文族兄贞栋，校阅则西陵王君成位、清源刘君尔硕，而茂才尚烨、

贞对、毛凤翔，实共成之。期年而功始告竣。①

根据序文记载，万历重修《阙里志》由孔贞丛主笔，孔贞栋、王成位、刘尔硕等多人协同修订。黄克缵

曾于万历三十七年( 己酉年) 为此书作序，并在序中称“书成，孔君请缵为之序”②，那么孔贞丛所言

“岁在午未”，应指万历三十四年( 丙午年) 至三十五年( 丁未年) 之间，而书应纂成于万历三十七年，

只是序中未言刻书之事。万历三十九年，陈瑛以山东按察使提学副使的身份来谒阙里，为《阙里志》

作序时，值其来鲁“罄一年”③，因此万历本《阙里志》刊刻完成时间的上限应在万历四十年。

万历本《阙里志》共分十目、十二卷，对旧有体例进行了较大程度的修改:“视旧志，存者什之六，黜

者什之四，增者什之二三。”④与嘉靖本《阙里志》所列子目相比较，本书《世家志》中并入了原《事迹》的

内容，析出部分内容创设为《人物志》; 原《林庙志》被分为《山川志》《古迹志》和《林庙志》三部分，略显

繁冗; 另从原书各目中集出相关内容创为《恩典志》; 原《制敕》《撰述》《奏表》《铭志》合并为《艺文

志》，使得体例更加简明。鉴于孔贞丛在纂修体例、内容等方面的合理创新，陈瑛称该书“属词分类详

而核，文而有则，俨然成一家言者也”⑤ ; 黄克缵赞其为“圣书之箕裘，述作之冠冕也”⑥。

崇祯年间，《阙里志》在六十五代袭封衍圣公孔胤植的主持下进行第四次修纂，杨士聪作《重修

〈阙里志〉序》记之:“再三研订，纲目无改于旧，而提笔纂要，斥赝登遗，荟为全书。”⑦实际上，崇祯

本《阙里志》在体例上与前几个版本存在较大的差异，尤其是将万历本《艺文志》的内容重新恢复，

并析出《历代诰敕》《明朝诰敕》《御制祭文》《御制赞》《明朝碑记》等多个子目，虽在补充史事、资料

上有所进益，但体例更为冗杂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评价该书时也说: “编次冗杂，颇无体例。如

《历代诰敕》、《御制文赞》不入《追崇恩典志》，而另为提纲。《碑记》本《艺文》中一类，乃别增《撰

述》一门，均为繁复”。

关于崇祯本《阙里志》的成书时间，杜泽逊考证，“杨序无年月，署‘赐进士第’，士聪崇祯四年进

士，知此序在崇祯四年后。”⑧杨士聪的序中还记载“公今者纂修竣事，且以一函告成于先圣之

庙”⑨，可知杨士聪作序时《阙里志》已经完成纂修，并刊刻成书，但刊刻的具体时间已不可考。

2． 明代曲阜颜氏《陋巷志》的修纂

接弘治末年《阙里志》修书之踵，曲阜颜氏家族开始纂修《陋巷志》。正德二年，陈镐作《〈陋巷

志〉序》，将首刻之事记录如下:

正德纪元，侍御郑州曹公奉命按视山东，祗谒先圣阙里，遂谒先师庙，访遗址而问志

焉。太博公 以未有专志对，公曰:“诚缺典也，宜亟成之，而以‘陋巷’名书。”既而太博录

事迹、诗文于公，猥以属镐，俾为荃次。凡八卷，其义例多取诸《阙里志》，明吾先师与先圣

一道，不容差殊。至于卷帙多寡，则据所见闻，非敢详略也。刻成，公复属镐序诸首简。瑏瑠

根据陈镐序文记述，《陋巷志》的编纂发轫于正德元年，由侍御曹来旬发起，颜公 纂写，陈镐诠选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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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⑦

⑧

瑏瑠

④ 孔贞丛:《新志纪因》，见孔贞丛等编:《阙里志》，明万历刻本。
⑥ 黄克缵:《重修〈阙里志〉序》，见孔贞丛等编:《阙里志》。
⑤ 陈瑛:《序言》，见孔贞丛等编:《阙里志》。
⑨ 杨士聪:《重修〈阙里志〉序》，见孔胤植等编:《阙里志》，明崇祯刻本。

杜泽逊:《四库存目圣贤志书版本考》，见《国际儒学研究》( 第五辑) ，第 224 页。
陈镐:《〈陋巷志〉序》，见陈镐等编:《陋巷志》，明正德刻本。



次。另据正德三年李逊学《〈陋巷志〉后序》记载:“右颜子《陋巷志》一帙共八卷，前侍御郑州曹公伯

良托旧提学宪副陈镐宗之，汇集古今事迹而成之也。”①故知此次编纂的实际负责人乃是陈镐。

陈镐序中称“刻成，公复属镐序诸首简”，可知《陋巷志》在正德二年时已经刻成，今国家图书馆

和宁波天一阁博物馆都藏有明正德刻本《陋巷志》。有学者认为《陋巷志》编修完成后一直以手稿

传承，万历二十九年方有刻本②，这是不符合史实的。此外，万历二十九年杨居寅所作的《刻〈陋巷

志〉旧序》称:“而旧刊有序，作者诚不可使之湮灭无传。”③虽不知“旧刊”指哪一版本，但足以说明

万历二十九年前《陋巷志》就已有刻本流传。

嘉靖二十九年，山东按察司佥事史鹗重修《陋巷志》，“乃仍旧名以附志于前人耳。至于按名覈

实，缘有证无，补缺订谬，去冗删烦，尚有赖费子。予不敢掠其美也，是为序。”④由此推之，史鹗在此

次修订中所做的工作有限，“费子”才是最为重要的纂修者。关于此次纂修的内容，万历重修《陋巷

志》时于慎行言道:“陋巷旧志自正德初年成于学使陈公，采摭草荆，尚有阙遗，历载相沿，莫之损益，

览者惜焉。”⑤可知此次编纂对正德本《陋巷志》改易不多。

万历年间，监察御史杨光训因《陋巷志》旧志“事辞朴略，体裁未备，私窃少之”⑥而发起重修事

宜。据万历二十九年于慎行《〈陋巷志〉叙》记载:“万历庚子，侍御关西杨公行部至鲁，展礼庙庭，询

诸翰博士颜君。胤祚博采旧闻，列为条目。下记郡伯豫章陈侯质之旧史，因其词事，稍加缘饰。司

理长沙周侯摄篆，复加综校，以付梓人，有成书矣!”⑦由上可知，此次重修起于万历二十八年，次年

刻成，由杨光训主持，颜胤祚主笔，于慎行等人参与编纂。关于此次修纂的体例内容，杨居寅在《刻

〈陋巷志〉旧序》中称:“斯志也，其本之旧志实多。”⑧虽然如此，颜胤祚等人在编修时还是做了大量

有益的革新，使《陋巷志》的体例内容渐趋完备，成为后世重修、补刻、翻刻的重要范本。

崇祯十四年，吕兆祥重修《陋巷志》，颜光鲁参考，颜绍统订阅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评介此书曰:

“正德中，提学副使陈镐始为作志。万历中，御史杨光训又续编辑之。而兆祥是编，盖因二家之本，

重为订定。”⑨然吕兆祥所做工作十分有限，杜泽逊指出:“崇祯间吕兆祥重修，据王重民与万历二十

九年版比勘，知系旧版修补重刷，卷端署名改刻为吕兆祥重修”瑏瑠。

3． 明代邹县孟氏《三迁志》的修纂

孔子、颜子、孟子文化渊源颇深，弘治、正德年间曲阜孔、颜二族相继纂修了各自的志书，而邹县

孟氏家族却无专志。嘉靖年间，山东按察司佥事史鹗有感于斯，遂于嘉靖三十一年发起纂修《三迁

志》，并作《〈三迁志〉序》详载此事:

予观兵东鲁，幸睹孟子庙貌，吊其遗冢，礼其后裔，足慰平生。景仰之私，及扣其志，乃

曰尚未有专制者，予为之慨然。乃命教官费子增遍考群籍，删烦存要，集为全帙。予又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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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⑨

瑏瑠

李逊学:《〈陋巷志〉后序》，见杨光训、颜胤祚等编:《陋巷志》，明万历刻本。
《东方圣城曲阜》编写组编:《东方圣城曲阜》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2001 年版，第 468 页。新编《陋巷志》编纂委

员会编:《陋巷志》，济南，齐鲁书社，2002 年版，第 321 页。沈效敏主编: 《圣人家世》上册，北京，中国社会出版社，

2012 年版，第 336 页。
⑧ 杨居寅:《刻〈陋巷志〉旧序》，见杨光训、颜胤祚等编:《陋巷志》。

史鹗:《〈陋巷志〉序》，见杨光训、颜胤祚等编:《陋巷志》。
⑦ 于慎行:《〈陋巷志〉叙》，见杨光训、颜胤祚等编:《陋巷志》。

杨光训:《〈陋巷志〉叙》，见杨光训、颜胤祚等编:《陋巷志》。
( 清) 纪昀总纂: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五十九《史部十五》，清乾隆武英殿刻本。
杜泽逊:《四库存目圣贤志书版本考》，见《国际儒学研究》( 第五辑) ，第 228 页。



加订正，补其缺，正其讹，……书成，乃僭题其名曰《三迁志》，盖取孟子作圣之功，由于母氏

蒙养之正云耳。①

由上述可知，史鹗发起修纂工作后，主要工作皆委以费子增。据《首都图书馆藏国家珍贵古籍图录》

介绍，嘉靖本《三迁志》共六卷，“卷一刊图。卷二列出处事迹、史记列传、宗子世系、历代授官恩泽、

历代闻达子孙、庙宇、林墓、户役、封号、章服、祀典、给田、免役、门弟子封爵。卷三录诏敕、恩赐、表。

卷四为奏疏、文移、祭文、赞、诗。卷五为碑记一。卷六为碑记二、墓志。”②然此次修纂，体例内容并

不完善，周希礼在《〈孟志〉后序》中记载胡继先之语: “孟氏故有志，疏甚不可以观。”周希礼也评价

嘉靖本《三迁志》说:“旧志之疏，犹无志也。”③

万历年间，邹县县令胡继先主持再修孟氏家族志，并将《三迁志》改名为《孟志》。据胡继先

《〈孟志〉引》记载:“余自受事以来，每谒诸长老以修订勖者屡矣。”“岁庚戌之春，观察潘君以是方文

献暂休沐于里中，而孝廉周君复以博综尔雅佐之，遂乃极意厘正，分类编摩。……综其卷有五，列其

目二十有一。”④可知，胡继先有意修纂《孟志》已久，万历三十八年方委潘、周等人正式纂修。万历

本《孟志》中有潘榛、周希礼二人所撰《〈孟志〉后序》，故“潘君”即指山西副使潘榛，“周君”乃指孝

廉周希礼。另据万历三十九年潘榛撰写的《〈孟志〉后序》所言:“肖山侯乃捐俸授梓，梓既竟，余更

读一过。”⑤可知万历三十九年时，《孟志》已经刊刻成书。

万历本《孟志》较之前的《三迁志》多有创新。潘榛曾言: “孝廉亦雅意著述，于是不循旧《志》，

尽发素所藏书，协力披录。”⑥具体观之，《孟志》改嘉靖本六卷为五卷，体例始于《地灵》，终于《杂

志》，凡二十一个子目，较嘉靖本《三迁志》多有变化。《孟志》的缺陷也十分明显，李日华在《〈三迁

志〉序》中称该书“事近摭而远漏，文安俚而失雅，体例胪列，未及议裁，征引勾稽，未及诣覈。”⑦其中

虽有贬低过甚之嫌，但亦足以看出《孟志》著述不精。

天启年间，吕元善及其子吕兆祥、孙吕逢时重纂《三迁志》。此次修纂，历程较为复杂。据《四

库全书总目》介绍，《三迁志》乃明吕元善撰，“盖因史鹗、胡继先二家旧本为之订补。未脱稿而元善

殉寇难，其子兆祥、孙逢时，乃续成之。”⑧另据吴麟瑞《〈三迁志〉序》记载: “不数年而妖莲祸作，贤

胤一门三世伏节，并家志毁焉。乃幸冠洋有子圣符，出父所作，再勤订阅”，最终刻成书籍⑨。结合

以上序文记载可知，白莲教作乱之时，孟承光与吕元善( 字冠洋) 等人罹难，元善之子兆祥( 字圣符)

继承家父遗稿，与其子吕逢时续修成书。根据《三迁志》记载，天启二年孟承光“值妖贼之变，不屈

而死之”瑏瑠，那么吕元善始撰《三迁志》应在天启二年或之前。

关于吕兆祥刊刻《三迁志》的时间，天启六年吕濬为该书作序时称: “顷邹滕乱起，孟胤三叶与

家乘俱亡。弟与儿时力搜辑，倾橐梨绣，惟兄冠以名章以副。”瑏瑡根据此序记述，吕兆祥在天启六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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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⑦

⑧

⑨

瑏瑠

瑏瑡

史鹗:《〈三迁志〉序》，见史鹗等编:《三迁志》，明嘉靖刻隆庆增补本。
首都图书馆编:《首都图书馆藏国家珍贵古籍图录》，北京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，2013 年版，第 104 页。
周希礼:《〈孟志〉后序》，见吕元善、吕兆祥重修:《三迁志》，明崇祯刻本。
胡继先:《〈孟志〉引》，见吕元善、吕兆祥重修:《三迁志》。

⑥ 潘榛:《〈孟志〉后序》，见吕元善、吕兆祥重修:《三迁志》。
李日华:《〈三迁志〉序》，见吕元善、吕兆祥重修:《三迁志》。
纪昀总纂: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五十九《史部十五》。
吴麟瑞:《〈三迁志〉序》，见吕元善、吕兆祥重修:《三迁志》。
吕元善、吕兆祥重修:《三迁志》卷三中《宗子世系》。
吕濬:《〈三迁志〉序》，见吕元善、吕兆祥重修:《三迁志》。



就已完成对亡父旧稿的整理，“倾橐梨绣”则证明此时已经刊刻。天启七年李日华《〈三迁志〉序》中

也评价吕氏“两世一心，以翼圣真，宁仅仅簸膏馥于铅椠也者?”“铅椠”即指刻书。因此，认为吕元

善本《三迁志》初修于天启五年、付梓于崇祯元年①的观点是错误的。该书在崇祯年间也曾刊刻，孔

胤植、吴麟瑞、虞廷陛、施凤来等人皆在崇祯元年为之作序。

今观吕元善编修本《三迁志》，全书五卷、二十一目，卷数、名目与万历本《孟志》相同。有学者

研究后发现，天启本《三迁志》与万历本《孟志》相较，“增删相抵都不过一千多字”②。清康熙年间

孟衍泰再修《三迁志》时仅称“海盐吕子捐资剞劂”③，而不言吕元善父子修书之事的原因或在于此。

二、孔、颜、孟三氏家族志修纂中“群聚现象”的频繁出现

通过前文考证可知，明代《阙里志》《陋巷志》和《三迁志》的修纂频繁而复杂。如果深入考察

孔、颜、孟三氏家族志在明代的纂修历程，我们会发现三者在修纂过程中各志的编纂时间前后相因，

内容体例相互借鉴，纂修人员交集并处，纂修意旨彼此关切，我们把这一现象称之为“群聚现象”。

孔、颜、孟三氏家族志修纂过程中的第一次“群聚现象”，出现在弘治末年至正德初年《阙里志》

和《陋巷志》的编修中。弘治十七至十八年李东阳创修《阙里志》时，陈镐作为主要的撰述者，厘定

了该志的体例和内容。几乎与此同时，第一部《陋巷志》也开始修纂，并于正德二年刊刻完成，时间

上仅比《阙里志》的初刊晚了两年，实际纂修者亦是陈镐。更为重要的是，陈镐在《陋巷志》的编纂

过程中，充分借鉴了《阙里志》的纂修经验:“其义例多取诸《阙里志》，明吾先师与先圣一道，不容差

殊。”④这不仅说明正德本《陋巷志》的体例内容，是对弘治本《阙里志》的效仿，还体现出曲阜颜氏

模仿孔氏修纂家族志的动机，在于强调颜回与孔子、颜氏与孔氏的特殊关系。加之编纂时间前后相

因，主要撰述者彼此交集，二志修纂中的“群聚现象”展露无遗。

孔、颜、孟三氏家族志修纂过程中的第二次“群聚现象”，出现于嘉靖中后期。嘉靖二十九年，史

鹗主持重修《陋巷志》，实际工作主要由“费子”进行; 嘉靖三十一年，孟氏《三迁志》创修刊刻，主持

者亦是史鹗，主要编纂者“教官费子增”( 即费子) 。鉴于二者编纂时间前后接近，主要编纂者相同，

嘉靖本《陋巷志》与嘉靖本《三迁志》的密切关系不言而喻。

关于《三迁志》的修纂源起，史鹗在《〈三迁志〉序》中说: “吾孔、颜、曾、孟，圣贤相继，而作又人

文之至盛者，《史记》尝列传矣，犹病其不专而不详。我朝西涯李公始纂《阙里》以志孔世，详矣而不

精; 侍御曹公再纂《陋巷》以志颜世，专矣而未详。”⑤可见，正是因为孟子与孔子、颜回的特殊关系，

以及《阙里志》与《陋巷志》的编修，史鹗才效仿孔、颜二氏修纂记载孟氏家族历史的《三迁志》。这

种效仿，还体现在嘉靖本《三迁志》编纂体例上。根据《首都图书馆藏国家珍贵古籍图录》对嘉靖本

《三迁志》的介绍，可知其篇目分类方法、名称虽与已修的《阙里志》和《陋巷志》有所差异，但所涉及

的内容皆在后者涵盖内容之内，孔、颜、孟三氏家族志一脉相承的特征十分明显。

同在嘉靖三十一年，孔承业等人重刊《阙里志》。今考，孔承业《重刊〈阙里志〉序》作于嘉靖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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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玉平:《关于〈三迁志〉版本》，载《社会科学战线》1989 年第 4 期。
徐兰筠、崔俊艳、张延龄:《孟氏家志的历次编纂及其长短得失》，载《中国地方志》1998 年第 5 期。
孟衍泰:《〈三迁志〉后跋》，见孟尚桂、孟衍泰等编:《三迁志》，清雍正刻本。
陈镐:《〈陋巷志〉序》，见陈镐等编:《陋巷志》。
史鹗:《〈三迁志〉序》，见史鹗等编:《三迁志》。



十一年仲秋八月，根据序文描述，此时《阙里志》已经重编完成。史鹗为初编《三迁志》作序是在嘉

靖三十一年九月朔日，是时《三迁志》也已成书。该年季冬孔弘干作《重刊〈阙里志〉后序》，记载此

次编纂中“不限阙里者，略为删裁，若颜子者，有《陋巷志》; 孟子者，今饬戎鼎山史公所集《三迁志》

悉矣，兹不复赘。”①根据上述序文记载，初编《三迁志》刊刻略早于嘉靖本《阙里志》，但二者的编纂

时间存在交集。

嘉靖本《阙里志》与《三迁志》的密切关系，并不仅仅局限于二者编纂时间接近。此次重修《阙

里志》，孔弘干在纂修体例上全部因循弘治本。但考虑到《三迁志》经过弘治初刻以及嘉靖重修，已

渐趋完善，孟氏《三迁志》也借鉴孔、颜家族志的修纂创修完成，弘治本《阙里志》中附带的颜、孟二

族历史因失去存在价值而被删除，这是嘉靖本《阙里志》较弘治本最大的变动。由此看来，嘉靖年间

重修《阙里志》，除了原版残破的原因外，主要是对当时《陋巷志》与《三迁志》编修的回应。

孔、颜、孟三氏修志历程中的第三次“群聚现象”，出现在万历年间。万历二十八年杨光训重纂

《陋巷志》，次年刻成书籍。根据于慎行《〈陋巷志〉叙》记载，修纂过程中“司理长沙周侯摄篆”，“周

侯又尝有意重修阙里之籍，并及曾、孟，勒为一书，甚盛图也。颜志先成，除书至矣。”②“周侯”作为

主要的编纂人，在编纂完成颜氏《陋巷志》后，又想编纂孔氏、曾氏、孟氏家志，即可看出《陋巷志》的

修纂在主观上并非是孤立的。而这种欲将孔、颜、孟等圣贤门第家族志联合修纂的意图，应是明代

《阙里志》《陋巷志》和《三迁志》在编修过程中出现“群聚现象”的直接原因。

接《陋巷志》修书之踵，自万历三十四年始，孔贞丛主持修订《阙里志》。《新志纪因》中言: “至

若尧祠、昊陵、颜巷、孟邻，自有邑乘与伊各志在，兹不复赘及云。”③这是《阙里志》在此次修纂过程

中，表现出的对《三迁志》和《陋巷志》的关切。另值得注意的是，万历本《陋巷志》在刻书时曾将正

德二年李逊学所作《〈陋巷志〉后序》，由“贞白子”朱颐琢重新书写后刊刻。孔贞丛重纂《阙里志》

时也请朱颐琢作序，这应是对万历本《陋巷志》的一种效仿，也暗示着二者的修纂存在一定的内在

联系。

与嘉靖年间《阙里志》《三迁志》几乎同时纂修的历史情境一样，万历三十七年《阙里志》成书

后，次年胡继先委潘榛、周希礼等人正式纂修《三迁志》，并改名为《孟志》。如果说嘉靖年间《阙里

志》的修纂是对《三迁志》编修的回应，那么此次编修则可视为《孟志》对《阙里志》的模仿。黄克缵

作《〈孟志〉前序》时就曾明言“孟之有志也，仿《阙里志》而为之也”④; 胡继先也称《孟志》为“孟氏

之实录，阙里之敌泒也”⑤，二者都旨在申明《孟志》与《阙里志》相互因袭的关系。另外，黄克缵在

为《孟志》作序之前，已为万历本《阙里志》作序。这一现象所体现的内在逻辑，与前文所述《阙里

志》和《陋巷志》同请朱颐琢作序一致，皆在于加强两部志书的内在联系。

万历本《孟志》在编纂过程中也汲取过《陋巷志》的编纂经验。由于孟氏自孟尝、孟敏之后，世

系不明，“或曰《陋巷志》中如之推、鲁公辈悉皆具载，何疑于孟氏”⑥，这实际上是欲效仿《陋巷志》

将世系补全。但由于琅邪颜之推一系迁移事迹史书备载，而孟氏缺乏切实资料，“固不借贤于前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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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孔弘干:《重刊〈阙里志〉后序》，见孔承业、孔弘干等编:《阙里志》。
于慎行:《〈陋巷志〉叙》，见杨光训、颜胤祚等编:《陋巷志》。
孔贞丛:《新志纪因》，见孔贞丛等编:《阙里志》。

⑥ 黄克缵:《〈孟志〉前序》，见吕元善、吕兆祥重修:《三迁志》。
胡继先:《〈孟志〉引》，见吕元善、吕兆祥重修:《三迁志》。



以为重也”①。总体观之，万历年间《陋巷志》《阙里志》和《三迁志》在修纂过程中，表现出明显的效

仿与呼应，形成典型的“群聚现象”。

孔、颜、孟三氏家族志在修纂过程中的第四次“群聚现象”，出现在天启、崇祯年间。天启末年，

吕元善、吕兆祥等人重修《三迁志》; 崇祯十四年，吕兆祥又重修《陋巷志》。实际上，天启、崇祯年

间，吕元善、吕兆祥父子一共修纂了多本志书。根据天启六年吕濬所作《〈三迁志〉序》记载，吕元善

到鲁之后“先续通乘，专志《圣门》，兼为《三迁》，增订前后，展翫不翅，书开千卷，纸浣万番，笔堪成

冢者。”②崇祯二年，孔胤植作《〈宗圣志〉序》时也称:“吾东鲁诸志，或特创或增修，出吕藩参父子苦

心勤手者，始自癸丑，至于己巳，十七年间成有二十余部，而《圣门》最先，《宗圣》极后。”③由吕濬和

孔胤植的序文可知，自万历四十一年到崇祯二年，吕元善、吕兆祥父子勤于修志，十七年内成书二十

余部。有感于吕元善修志之多，吕濬感叹到:“我从父有千手眼耶，而何著记若斯之富也。”④或许由

于修书太多，吕元善父子所修颜、孟二氏家族志的水平并不甚高，天启本《三迁志》较万历本《孟志》

增修部分微乎其微，崇祯本《陋巷志》也只是对万历旧版进行修补重刷。

吕元善父子修纂的众多志书中虽然没有《阙里志》，但吕元善曾修纂过记载曲阜孔氏历史的

《圣门志》。该书与《阙里志》的性质、特征一样，只不过又将颜、孟二氏历史加入其中，同时还添入

曾、东野和仲氏三弟子家族历史。《圣门志》成书于万历四十一年，较万历年间孔、颜、孟三氏修志甚

近，加之该书在体例和内容上对《阙里志》《陋巷志》和《三迁志》都进行了充分的借鉴，故应是受到

了这一“群聚现象”的影响。吕元善父子在编修《陋巷志》和《三迁志》时，也体现出对孔、颜、孟三氏

家族志彼此间的关照。如李日华言:“称《三迁》者，实以媲于《阙里》《陋巷》，而根宗母教矣!”⑤贺

万祚也说:“吕太学圣符，以尊君藩理季可手志《圣门》崇祀阙里，因念明禋及父之隆殊，感四氏从曳

之德，爰为倾橐，订镌厥志，仍复‘三迁’之旧。”⑥以上信息皆体现出，包括《陋巷志》《三迁志》在内

的诸多圣贤家族志书的修纂，乃是一个相互关切的整体，它们彼此紧密联系，共同反映出修志过程

中的群聚性特征。

崇祯四年之后，孔胤植重修的《阙里志》刊刻成书。孔胤植在明末刻书甚多，如天启二年纂成

《孔氏族谱》，崇祯年间刻《孔丛子》《圣迹图》，《阙里志》只是明末孔胤植刻书的一部分。崇祯本

《阙里志》的修纂与吕元善父子修纂《圣门志》《阙里志》和《三迁志》是否存在关系，纂者虽未在序

跋中提及，但三者编纂时间如此接近，内容又紧密相关，且孔胤植还曾为崇祯元年曲阜刻本《圣门

志》作序，吕氏父子修书对孔胤植重纂《阙里志》所产生的影响是可以想见的。

综上所述，从修纂时间、作者、体例，以及编修意旨等方面来看，明代《阙里志》《陋巷志》和《三

迁志》的编纂呈现出明显的“群聚现象”。诸志每次编纂的时间都十分接近，是“群聚现象”最为明

显的表象; 主要修纂者交集并处，使该现象所体现的诸志间的关系更加深刻; 体例内容相互因袭，编

修意旨彼此关切，则是“群聚现象”最为根本的内涵。总体言之，“群聚现象”体现出明代孔、颜、孟

三氏家族志在纂修过程中的紧密联系，并在这一时期贯穿三志编修的始终。

·99·

明代孔、颜、孟三氏家族志修纂中的“群聚现象”

①

②

③

⑤

⑥

黄克缵:《〈孟志〉前序》，见吕元善、吕兆祥重修:《三迁志》。
④ 吕濬:《〈三迁志〉序》，见吕元善、吕兆祥重修:《三迁志》。

孔胤植:《〈宗圣志〉序》，见吕兆祥等重修:《宗圣志》，明崇祯刻本。
李日华:《〈三迁志〉序》，见吕元善、吕兆祥重修:《三迁志》。
贺万祚:《〈三迁志〉序》，见吕元善、吕兆祥重修:《三迁志》。



三、孔、颜、孟三氏修志“群聚现象”出现的文化动因

明代《阙里志》《陋巷志》和《三迁志》的每一次修纂都呈现出明显的“群聚现象”，这说明该现

象的出现并非偶然。鉴于三志在编修过程中频繁且深层次的互动，我们可以将每一次修志都视为

一种集体行为。该集体行为背后所隐含的文化背景，就是孔子、颜回和孟子在儒家文化体系中的内

在联动性和外在整体性，这正是孔、颜、孟三氏家族志在修纂过程中频频出现“群聚现象”的根本

原因。

《阙里志》《陋巷志》和《三迁志》在明代修纂过程中频频出现“群聚现象”，是中国志书修纂史

上较为罕见的情形。实际上，这种“群聚现象”在三志成书之前就已形成。明成化年间刘濬编纂

《孔颜孟三氏志》时，就将曲阜孔氏、颜氏和邹县孟氏三个家族的历史汇为一志，“以其圣贤所生，同

为一乡故也”①。《孔颜孟三氏志》虽然编纂较简，但所涉及的体例内容皆为后来三氏纂修家志时所

承袭，奠定了《阙里志》《陋巷志》和《三迁志》修纂的基础，同时也是明代孔、颜、孟三氏家族志修纂

过程中“群聚现象”出现的源起。刘濬将孔、颜、孟三氏家志汇为一志，除因三氏“同为一乡”的地缘

因素外，更重要的是因为孔子、颜回和孟子分别是儒家文化链条中的重要一环，同时三者又是不可

分割的文化共同体。陈镐在编纂弘治本《阙里志》时继承了刘濬的编纂思想，该书虽为孔氏专志，但

“其法以阙里为主，附颜、孟诸弟子之名氏事行”②，昭示孔子、颜回和孟子乃是道统一系，三者互联

互动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。这既是必须继承的历史遗产，也是修纂者的主观意愿，同时影响到

明代孔、颜、孟三氏家族志修纂中“群聚现象”的出现。

孔子地位隆宠，徐源称“尧舜禹汤文武之道，赖孔子而后明”;“孔子之道如天地之大”③，因此需

要修志以昭后来。陈镐也认为“吾夫子之道，其犹天地日月乎，其大且明者，固亦无待于言。”④《阙

里志》修纂的深层原因在于彰显孔子和儒家文化，《陋巷志》和《阙里志》在修纂时，也无一不向孔子

靠拢。如陈镐在叙述正德本《陋巷志》的修纂源起时言:“先师上智大贤，发吾圣人之蕴以教万世无

穷者哉，此志之所由作也。”“其义例多取诸《阙里志》，明吾先师与先圣一道，不容差殊。”“若吾先圣

之道在万世，则先师之功亦在万世。”⑤李逊学作《〈陋巷志〉后序》时也曾言: “孔门从游三千，而刚

明能粹，独能入室以传圣道者，惟先师颜子一人而已。”“孔子得升尧舜之位，则颜子当与稷契众叟

匹。”⑥于慎行为万历本《陋巷志》作序时评价颜回: “尝溯道统之源，自尧舜汤文，至于宣子用集厥

成，而颜子发其精蕴以教万世，盖所谓见而知之者焉。”⑦杨光训称《陋巷志》的编纂，使得“圣真道

统，昭昭乎可考矣!”⑧方沆《刻〈陋巷志〉旧序叙》则说: “出则禹稷同道，处则孔颜同乐。”⑨以上诸

序，都旨在说明颜回是孔子道统的继承者，二者在儒家文化中是不可分割的，借此巩固颜回在儒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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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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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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⑨

刘濬:《〈孔颜孟三氏志〉序》，见刘濬、张泰等编:《孔颜孟三氏志》，明成化刻本。
李东阳:《〈阙里志〉序》，见孔承业、孔弘干等编:《阙里志》。
徐源:《〈阙里志〉后序》，见孔承业、孔弘干等编:《阙里志》。
陈镐:《书〈阙里志〉后》，见孔承业、孔弘干等编:《阙里志》。
陈镐:《〈陋巷志〉序》，见陈镐等编:《陋巷志》。
李逊学:《〈陋巷志〉后序》，见杨光训、颜胤祚等编:《陋巷志》。
于慎行:《〈陋巷志〉叙》，见杨光训、颜胤祚等编:《陋巷志》。
杨光训:《〈陋巷志〉叙》，见杨光训、颜胤祚等编:《陋巷志》。
方沆:《刻〈陋巷志〉旧序叙》，见杨光训、颜胤祚等编:《陋巷志》。



文化中的地位。

《三迁志》的编纂者也极力申明孟子对于孔子道统的继承和对儒家文化的贡献。史鹗为嘉靖本

《三迁志》作序时，言称孔子承尧舜禹汤文武之道统，“一传于颜而不久，再传于曾而未大，三传于子

思之门而得孟子者。……孟子以命世亚圣之才，挺然以传道为己任。……天下后学者，晓然知宗孔

子而不惑于异端之非者，大抵皆其力也。……孔子之道，孰与传之哉? 信乎有功于孔子而力寔倍于

颜、曾，昌黎谓其功不在禹下，意者又在于此。”①史鹗在《孟庙告文》中也言到: “道统攸传，愿学孔

子，扶植之力，颜曾莫比。”万历年间重修《孟志》时，黄克缵评论孔子与孟子的关系时说: “兼言孔

孟，则孔子日也，孟子月也。”②孔胤植为崇祯本《三迁志》作序时也说: “天欲为古圣王寄心传，特生

圣祖; 更欲为后贤杰维学脉，再生亚圣。”③上述文献，皆在宣扬孟子与孔子的紧密关系，这是唐宋以

来孟子地位日益隆升和孟氏借助家志强调孔、孟一道的具体体现，同时也昭示了孔、孟的内在联动

性和外在整体性关系。

总体观之，明代《阙里志》《陋巷志》和《三迁志》的修纂过程中，之所以会反复出现“群聚现

象”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孔、颜、孟在儒家文化体系中互联互动的共同体特性，以及时人对三者道统

一系的认同与宣扬。万历二十三年，姚思仁作《〈宗圣志〉序》称: “《阙里》志尼父也，《陋巷》志颜，

《三迁》志孟，称鲁三大志，而观者比于云亭、徕甫之配岱宗云。”④即言明了《阙里志》《陋巷志》和

《三迁志》的一致关系，三志修纂过程中“群聚现象”的出现，即是受这一关系的驱使。三志之中，

《陋巷志》和《三迁志》对强化孔、颜、孟三者整体性的诉求更为迫切，二者都希望重申自身与孔子的

关系，来利用这一文化资源，提升自身地位。孔氏十分积极地回应颜、孟二氏的诉求，目的是使这一

文化共同体更为巩固。

孔、颜、孟三氏家族志的修纂与三氏林庙的修筑相辅相成，也是直接促使明代《阙里志》《陋巷

志》和《三迁志》在修纂过程中出现“群聚现象”的重要因素。弘治十二年孔庙因被雷击毁而御敕重

修，正是在“重建阙里孔庙成，东阳奉敕代告”时，李东阳“周览遐慕，欲为一书”，并以修庙余资刊刻

《阙里志》⑤。弘治十五年，颜庙倾颓，颜公 请旨修复。此后曹来旬谒颜庙遗址，因未有专志而主

持修纂《陋巷志》，并在正德二年与颜庙修复工程同时讫工。嘉靖三十一年，史鹗在纂修《三迁志》

的同时，还整饬孟氏庙宇林墓，刻石记之:“遗塚云亡，值孔道辅求而得之，镇我东鲁。朱令徐士，改

设庙楹，望之可畏，英气如生。……予莅邾城，吊塚礼裔，专纂志书，备载世系。”万历三十九年，“值

肖山胡侯，重道崇贤，既已举孟子祠墓及子思书院，修筑聿新，而犹以志之未详，未足以征文献

也”⑥，胡继先遂主持重修《孟志》。孟承光作《〈孟志〉跋语》也叙述此事: “日者，庙庭芜蔽，家志讹

乱。西蜀肖山胡侯来蒞兹土，慨然新庙貌、饬林墓，捐赀经理，笃志尊崇。属笔潘周二君子，旁搜载

籍，大补前志之缺俾。”⑦由此观之，修庙与修志乃是一个整体工程，都是发扬圣门、崇尚儒学的

举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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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鹗:《〈三迁志〉序》，见史鹗等编:《三迁志》。
黄克缵:《〈孟志〉前序》，见吕元善、吕兆祥等编:《三迁志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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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得注意的是，并不是每一次“群聚现象”的出现都与孔、颜、孟三氏林庙修筑存在必然的内在

联系。据嘉靖三十四年殷士儋《重修阙里林庙记》记载，嘉靖三十一年，御史冯公倡议重修阙里林

庙，“经始其年十月，粤癸丑六月讫工”。此年孔承业等人虽重纂《阙里志》，但该书已于时年仲秋八

月完成，故此次纂书与林庙重修无关。天启二年孟庙重修，《三迁志》也在不久后刊刻完成，然此本

《三迁志》乃吕元善于天启二年之前始修，故修纂源起与修庙也无关系。明代《阙里志》《陋巷志》和

《三迁志》的众多序跋中，在叙述家族志纂修源起时，也有很多并未涉及到林庙的修建。这就说明，

林庙的修建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促成了三氏家族志的修纂，但并不是“群聚现象”出现的根本原因。

明代孔、颜、孟三氏家族志的修纂，亦与明代的修志之风有关。在明代推崇儒家的大背景下，儒学

向地方志的渗透已彻底完成，儒学的受众，随着地方志的修纂，由精英群体逐渐走向普通民众，修志遂

成为教化民风的重要路径，于是修志之风盛行，孔、颜、孟三氏也为这一风气所渐染。修志风气与政治

导向相结合，为《阙里志》《陋巷志》和《三迁志》在修纂过程中“群聚现象”的出现创造了良好的环境。

由上可知，在孔、颜、孟三氏家族志编纂者的文化观念中，孔子、颜回和孟子是一个文化共同体。

三者不可分割的关系映射到三氏家族志的修纂上去，促使修纂者在《阙里志》《陋巷志》和《三迁志》

的编纂过程中相互模仿借鉴。反过来，修纂者又通过建立家族志之间的紧密联系，宣扬、巩固孔、

颜、孟三氏在儒家文化中的一体地位。这就是三氏家族志在修纂过程中频频出现“群聚现象”的内

在逻辑。此外，明代对儒家文化的推崇，孔、颜、孟三氏林庙的修建，以及明代志书修纂风气盛行等

因素，都是促成三氏家族志修纂过程中“群聚现象”出现的文化动因。

四、结 语

明代孔、颜、孟三家族志修纂过程中“群聚现象”的出现，本质上体现的是孔子、颜回和孟子在儒

家文化体系中的内在联动性和外在整体性关系。在明代尊崇儒学的政治文化背景之下，孔子、颜回

和孟子的特殊关系，转变成为曲阜孔氏、颜氏和邹县孟氏三个家族之间的关系。三个家族通过不断

修纂家族志，宣扬自身作为儒家文化“圣地”的特殊地位，以此获取家族政治、文化利益。为了巩固

这一利益，强调孔子、颜回和孟子的内在联动性和外在整体性，《阙里志》《陋巷志》和《三迁志》的纂

修意旨以及三者之间的交集和互鉴方式，成为孔、颜、孟三氏共同认可的方式。虽然我们强调孔、

颜、孟三氏家族志修纂过程中“群聚现象”所隐含的现实利益，但不能否定的是，在这一文化互动中，

文化认同成为孔、颜、孟三氏最为重要的纽带，孔子、颜回和孟子作为儒家文化体系中的联动性和整

体性关系是这一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。

( 责任编辑: 田 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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